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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
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

———基于云南省 465个农户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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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省
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 465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 Double Hurdle Model) 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
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 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 的影响。结果表明: 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
有 86. 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 45. 616 元 /户 /年; 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
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 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
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
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
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
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
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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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生活垃圾的排放量随之也急剧增加，2017 年我国
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约为 2. 04 亿 t，农村生活垃
圾产生量约为 1. 8 亿 t。更值得关注的是，城市
和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有很大差别，城市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可达 90%，而农村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城市的一半［1］。农村人居环
境脏乱差问题较为突出，是全面小康“三农”领域
的突出短板之一，也是农民群众的民生痛点。

2018 年 2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 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
都明确指出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
升为主攻方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到

2020 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2，3］。值得关
注的是两文件均指出“鼓励有条件地区探索建立
垃圾污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仅仅依靠政府供
给生活垃圾治理等公共物品不仅会给财政造成较
大负担，还容易因农村公共物品需求不易瞄准等
问题陷入效率损失和供给低水平均衡困境［4，5］。
农户是生活垃圾的产生者，具有自主治理生活垃
圾的责任，同时又是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直接受
益者，具有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6］。如何有效促
进农户参与供给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
供求失衡的关键所在。

当前农村社会经历着深刻转型，农户收入增
长诱发的分层演化趋势明显增强，收入异质性引
发农户对生活垃圾治理等公共物品需求的差异，



农户需求带有明显的收入差异印迹。“垃圾处理
农户付费”作为一项政策，其实施效果受到政策
目标群体对政策配合度的重要影响，而政策目标
群体参与政策的积极性受到其对政策执行者的认
同和信任程度的影响，信任是政策有效执行的价
值基础［7］。于政策目标群体即农户而言，政策
“最后一公里”的直接对话人是村干部。因此，有
必要从收入异质性、村干可信度视角探究农户参
与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及影响因素。

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既是理性经济决策行
为又是环境保护行为，已有文献多是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多元有序 Probit 模型等方法从农户个
人及家庭特征［8～ 10］、行为习惯［11］、环境认知［12］

等方面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
分析。已有文献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至少在以下
几个方面尚有待完善: ( 1 ) 已有文献缺少对农户
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因素作用逻辑和影响机制
的深入分析; ( 2) 大多数文献只侧重农户是否愿
意支付生活垃圾治理费用( 参与意愿) ，而较少关
注农户愿意支付多少( 参与程度) ，笔者认为，农
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不仅仅是简单的“非 0 即 1”
问题，更多的是农户参与程度的问题; ( 3 ) 信任
对农户公共物品供给意愿影响的研究已较为深
入，但已有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文献却
较少关注村干可信度的影响。鉴于此，本文试图
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研究: ( 1 ) 从理论上分析收
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
( 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 的影响; ( 2 ) 基于云南省
昭通市 465 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
( DHM) 实证分析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
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并进一
步探讨村干可信度对收入水平与农户生活垃圾治
理意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1 收入水平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
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转型，农户

总收入增长诱发的分层演化趋势明显增强，并带
来农民意愿诉求多元化和行为方式多样化。不同
收入的农户越来越表现出具有明显个体特征的行
为偏好和需求偏好，对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农
村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呈现异质性特点［13，14］。已有

研究表明，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后，对公共事务的
参与热情会提高，相应的支付意愿也会提高［15］。
同样，农户收入对其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
付意愿也存在正向的影响［16～ 18］。收入水平大致通
过以下 3种方式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
付意愿产生影响: ( 1) 收入水平高的农户，意味着
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为农户支付垃圾治理费用提
供了现实可能性; ( 2) 农户兼具关注“成本－收益”
的经济理性和追求生态价值的生态理性，随着农户
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决策由经济理性主导转向生
态理性主导［19］，对生活垃圾治理的参与意愿和支
付意愿也会越高; ( 3) 收入较高的农户往往具有较
高的环境责任感［20］，也会提升农户生活垃圾治理
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 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其生活垃圾治理
意愿越高。

H1a: 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其生活垃圾治
理参与意愿越高。

H1b: 收入水平越高的农户，其生活垃圾治
理支付意愿越高。
1. 2 村干可信度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

村干可信度是政治信任的表现形式之一，政
治信任按照政权层级的不同可分为对中央政府、
省政府、县市政府、乡镇政府、村组织的信任。
政治信任也称为政治支持，指公民对当前政治机
构、政治体系及其运行的信心和基本评价［21］。学
界对我国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研究存在分歧，持
乐观和悲观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学界达成
共识的一点是，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存在“差
序格局”特征，即公众对越高层级的政府信任程
度越高，对越低层级的政府信任程度越低［22～ 24］。

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是基于利益最大化原
则与政府合作的结果［25］。依据“信任 －合作”理
论，当农户对政府的信任处于较高水平时，交易
成本得以下降，从而使得合作趋于稳定［26～ 28］。政
治信任是政策有效性的基础，政治信任高意味着
政府行为会得到公众的支持［29～ 31］，政治信任过低
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会遇到阻力。
Putnam等［32］指出，信任水平低的地方，容易产
生政策目标群体不配合的现象，其地方公共产品
供给总量不足是不可避免的。农户对村干部的信
任水平高低决定其在何种程度上愿意接受村干部
的建议行动，信任会约束农户在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中的搭便车心理和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激励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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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积极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基于此，本文得
出以下假说:

H2: 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具
有正向影响。

H2a: 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
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H2b: 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
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1. 3 调节效应: 村干可信度的间接影响

已有研究基本证实了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
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但是
这些研究普遍缺少对两者关系的深入探讨。例
如，收入水平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过
程中，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对两
者的关系是促进还是削弱，鲜有人探讨。实地调
研发现，尽管有些农户收入水平较高，但当对村
干部信任程度较低时，农户并未表现出较高的参
与意愿和支付意愿，那些对村干部信任度高的农
户往往表现出较高的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可见
村干信任对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可能存在调
节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 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与生活垃圾治理
意愿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H3a: 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与生活垃圾治
理参与意愿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H3b: 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与生活垃圾治
理支付意愿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
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此，本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2 模型构建、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

2. 1 模型构建
针对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 ( 农户参与生活垃

圾治理意愿) 存在部分零值的问题，在实证研究
中多采用受限制因变量模型，即 Tobit 模型来处

理［33］。然而，Tobit 模型是被解释变量取值满足
某种约束条件情况下的计量模型，在应用中由于
约束条件对被解释变量的限制，常常会导致样本
选择性偏差。此外，本文研究的农户生活垃圾治
理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个阶段，Tobit
模型不能解决两阶段问题。因此，参考 Cragg 的
研究成果［34］，本文构建双栏模型 ( Double Hurdle
model，DHM) 来分析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等对
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

首先，考察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构
建模型如下:

P( Y1 = 0 | X1i ) = 1 － Φ( X1iα) ( 1)
P( Yi ＞ 0 | X1i ) = Φ( X1iα) ( 2)
式( 1) 表示农户不愿意参与生活垃圾治理，

式( 2) 表示农户愿意参与生活垃圾治理。Φ(·) 表
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 Yi 表示被解释
变量，即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 X1i 表示农
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及两者交叉项等变量; α
为相应的待估参数; i表示第 i个样本。

其次，考察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构
建模型如下:

E( Yi | Yi ＞ 0，X2i ) = X2iβ + σλ( X2iβ /σ)

( 3)
式中: E(·) 表示条件期望，表征农户生活垃

圾治理支付意愿; λ(·) 为逆米尔斯比率; X2i 代表
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及两者交叉项等变
量; β为相应的待估参数; σ 表示截取正态分布的
标准差。

基于( 1) ( 2) ( 3) 式，建立对数似然函数:

lnL = ∑
Yi = 0
{ ln［1 － Φ( X1iα) ］} +

∑
Yi ＞ 0
{ lnΦ( X1iα) － lnΦ( X2iβ /σ) －

lnσ + ln{ Φ［( Yi － X2iβ) /σ］} } ( 4)
式中: lnL表示对数似然函数值，利用极大似

然估计法对上式进行估计便可得到本文所需相关
参数。
2. 2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9 年 6
月在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开展的入户
调查。渔洞水库承担着昭通市昭阳主城区、鲁
甸县城等约 60 万人的饮用水供应任务，保护水
库水质事关居民饮水安全问题。近年来渔洞水
库水环境污染严重，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随意
丢弃和排放是污染的主要来源。为治理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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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渔洞水库汇水区各村庄实施生活垃圾集中
处理，制定了具体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办法。每
个自然村设置一个垃圾集中处理点，并配备 2 ～ 3
名保洁人员，各家各户负责将自家垃圾扔到集中
处理点，保洁人员负责村庄公共区域的卫生清扫
工作，并将集中处理点的垃圾统一运到垃圾处理
厂处理。

渔洞水库汇水区涉及昭阳区和鲁甸县，其
中，昭阳区涉及苏甲乡、大寨子乡、乐居镇、洒
渔镇 4 个乡镇，鲁甸县涉及龙树镇、水磨镇、新
街镇 3 个乡镇。课题组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2 ～ 3
个村庄，每个村庄随机抽取 23 ～ 25 户农户作为样
本农户。调查采取调研员一对一入户调查的方式
进行，共发放问卷 479 份，剔除无效样本后，有
效样本 465 份，有效率为 97. 08%。
2. 3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1)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户生活垃圾
治理意愿，具体分为两个因变量: 一是农户生活
垃圾治理参与意愿，为二元虚拟变量，即愿意参
与赋值为 1，不愿意参与赋值为 0; 二是农户生活
垃圾治理支付意愿，为连续型变量，用农户愿意
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的金额表征。参与意愿表征
农户是否愿意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则表
征了农户愿意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程度。统计结
果显示，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
86. 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农
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的均值为 45. 616 元 / a。

( 2) 核心变量。收入水平和村干可信度是本
文的核心变量。结合调研地实际，我们在核算农
户收入水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分类，家庭年收
入 5 000 元以下赋值为 1，5 000 ～ 20 000 元赋值
为 2，20 000 ～ 45 000 元赋值为 3，45 000 元以上
赋值为 4。村干可信度通过问题“您对村干部的信
任程度?”来测量，答案选项为“非常不信任”、
“不信任”、“一般”、“信任”、“非常信任”，分
别赋值为 1、2、3、4、5，得分越高表示农户对
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农
户收入水平均值为 2. 387 万元，对村干部信任程
度较高，均值为 4. 414。

( 3) 控制变量。已有诸多文献证实了个体特
征和家庭特征会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
支付意愿产生影响。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
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中负
担人口数量、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庭常住人口
数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为控制区域差异性的
影响，将调查区域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统
计结果显示，受访者中，男性多于女性，年龄大
都处于 48 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偏低，身体健康
程度较好。样本农户家庭负担人口数量大多为 2
人，家中有村干部的比例为 16. 8%，家庭常住人
口数量大多为 4 人。这与云南省农村地区的现状
基本相符，说明调查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本
文研究所用到的主要变量的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Tab. 1 Variable setting and description

类别 变量名称 设置及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参与意愿 愿意 = 1，不愿意 = 0 0．869 0．338
支付意愿 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 元 /年) 45．616 51．140

核心变量
收入水平 家庭年收入 0．5万元以下 = 1，0．5万元 ～2万元 = 2，2万元 ～4．5万元 = 3，4．5 万

元以上 = 4 2．387 1．020

村干可信度 非常不信任 = 1，不信任 = 2，一般 = 3，信任 = 4，非常信任 = 5 4．144 0．921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 1，女 = 0 0．559 0．497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 岁) 48．467 12．149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 = 3，大专 = 4，本科及以上 = 5 1．23 0．532
健康状况 不能劳动 = 1，劳动能力较弱 = 2，有轻微病症 = 3，健康 = 4 3．286 0．834
负担人口数量 非劳动人口数量( 人) 1．761 1．419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有 = 1，没有 = 0 0．168 0．374
常住人口数量 受访者家庭常住人口数量( 人) 3．622 1．686
地区变量 ( 以昭阳区为参照) 鲁甸:是 = 1，否 = 0 0．419 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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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 Stata16 软件，首先考察农户收入水
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
支付意愿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2 模型 1; 然后
引入收入水平与村干可信度的交互项，考察村干
可信度对收入水平－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关系
的调节效应，估计结果见表 2 模型 2。总体来看，
两个模型的卡方检验值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说明各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根据表 2
中 2个模型的估计，下面分别从农户收入水平、村
干可信度、村干可信度的调节以及控制变量 4个方
面进行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效应的分析。
表 2 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Tab. 2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farmers’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domestic solid waste treatment

模型 1

参与意愿 支付意愿

模型 2

参与意愿 支付意愿

收入水平
0．213
( 0．152)

7．559＊＊＊
( 2．529)

0．284*

( 0．164)
7．407＊＊＊
( 2．523)

村干可信度 0．413＊＊＊
( 0．142)

8．706＊＊＊
( 2．981)

0．471＊＊＊
( 0．148)

9．331＊＊＊
( 2．994)

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 — — 0．184
( 0．137)

4．883*

( 2．750)

性别 0．184
( 0．306)

8．067
( 5．378)

0．144
( 0．308)

7．543
( 5．371)

年龄 －0．019
( 0．015)

－0．464*

( 0．256)
－0．018
( 0．015)

－0．466*

( 0．255)

受教育程度 0．575
( 0．467)

－0．909
( 4．850)

0．602
( 0．465)

－0．509
( 4．842)

健康状况 0．071
( 0．182)

－1．545
( 3．253)

0．063
( 0．184)

－1．650
( 3．245)

家中负担人数 －0．298*

( 0．158)
－6．090＊＊
( 2．758)

－0．305*

( 0．158)
－6．045＊＊
( 2．751)

家中有村干部 1．260＊＊
( 0．624)

7．092
( 6．600)

1．272＊＊
( 0．626)

6．915
( 6．583)

常住人口数量 0．171
( 0．134)

3．651*

( 2．197)
0．179
( 0．134)

3．714*

( 2．192)

地区 －0．672＊＊
( 0．294)

15．732＊＊＊
( 5．103)

－0．655＊＊＊
( 0．295)

16．210＊＊＊
( 5．096)

对数似然值 －161．5657 －160．6656
卡方检验统计量 38．290＊＊＊ 40．090＊＊＊

样本数 46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统计水平上通过显著性

检验;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

3. 1 农户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
影响

表 2 模型 1 估计结果显示，农户收入水平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活垃圾治理
支付意愿，也就是说，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参与
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越高。随着人们收入水
平的提高，对良好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大，环境认
知水平和环境责任感也日益提高，农户决策逐渐
由经济理性主导转向生态理性主导，对生活垃圾
治理的支付意愿随之提高。但是，农户收入水平
对参与意愿的正向作用不显著。假说 H1b 得到验
证，而假说 H1a未得到验证。
3. 2 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的影响

表 2 模型 1 估计结果显示，村干可信度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活垃圾治理
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说明农户对村干部信任程
度越高，越愿意参与生活垃圾治理，也越愿意支
付高费用。农户越信任村干部，表明农户越认可
村干部的能力，对垃圾治理保有良好的预期，基
于对村干部的信服愿意配合政策的实施。假说
H2a和 H2b得到验证。
3. 3 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生活垃圾治理
意愿关系的调节

在表 2 模型 2 中，纳入了收入水平与村干可
信度的交互项，考察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
平－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借鉴温
忠麟等的相关研究［35］，当调节变量和自变量均
为分类变量时，调节效应等同于交互效应，做
交互项进行分析。分析之前对变量进行了中心
化处理。村干可信度对收入水平－农户生活垃圾
治理参与意愿之间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是
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调节农户收入水
平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
由于村干可信度的存在，收入水平对农户支付
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
农户，收入水平对农户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
强。这说明，对村干信任度高的农户，更愿意
将其一定比例的收入用于支付垃圾治理费用。
对村干部信任程度低的农户，出于对村干部腐
败、业务能力低、不作为等问题的考虑，即便
收入水平高也没有太大的积极性支付高费用。为
了更加清晰地表示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生活
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农户收入
为 X轴，以农户支付意愿为 Y轴，绘制了村干可
信度的调节效应图( 图 2 ) 。不管农户对村干部信
任水平如何，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支付意
愿也会提高，收入水平对农户支付意愿具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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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但是，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对村干部信任
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正向影响
更大( 斜率更大) 。这里假设 H3b 得到验证，H3a
并未得到验证。

图 2 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支付意愿的调节效应图
Fig. 2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rust in village leaders，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farmers’willingness to pay

3. 4 控制变量的影响
模型 1、2 中，被访农户的年龄在 10%的统

计水平上均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支付意愿，但对农
户参与意愿不显著，说明年龄越大的农户对生活
垃圾治理支付意愿越低。两个模型中，家中负担
人数数量均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
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均在 5%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说
明家中负担人数越多的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
的意愿和程度越低。两个模型中，“家中有村干
部”均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
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这表明家中有村干部的农户
更愿意参与生活垃圾治理。两个模型中，家中常
住人口数量均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
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说明家中常住人口
越多的农户越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高的费
用。将昭阳区作为参照来分析调查区域的影响，
地区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
意愿，但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支付意愿，这表明
在不同地区，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
意愿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比两栏的结果可以发
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家中
常住人口数量存在显著性水平的差异，地区变量
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方向。这说明，农户参与意愿
和支付意愿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机制，二者在影响
因素上存在差异，需要区别对待。

4 结论及政策启示

4. 1 结论
本文利用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 465

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
析了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
意愿( 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 的影响。得到以下主
要结论:

( 1) 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水平较高，有
86. 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农
户支付意愿的均值为 45. 616 元 /年。

( 2) 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
具有显著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
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
水平越高、对村干部信任程度越高的农户，越倾
向于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也越高。

( 3) 村干可信度正向调节收入水平－农户生活
垃圾支付意愿的关系。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
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增加，而且对村干部信
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其支付意愿的促进
作用更强。

( 4) 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也是影响农户生活
垃圾治理意愿的重要因素。年龄对农户生活垃圾
治理支付意愿具有负向影响，家中负担人数对农
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具有负向影
响，家中有村干部正向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家中
人口数量正向影响农户支付意愿。地区变量也显
著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

( 5) 比较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结果
可知，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具有村干部、
家中常住人口数量和地区变量具有影响程度和影
响方向的差异，这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
种不同的机制，区分两者的差异才能更好分析农
户意愿。
4. 2 政策启示

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
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
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基于以上研究结
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 1) 收入水平是农户参与垃圾治理和支付费
用的经济基础，提高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意愿
要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如通过建设扶贫车间、开
展家政服务技术培训等方式为农户创造更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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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和机会。
( 2)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更多关注农

户对村干部信任资本的培育，密切干群关系。如
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开村庄政务信
息、创新农户与村干部沟通交流机制等方式增强
农户对村干部的信任。

( 3) 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受到个人特
征和家庭特征的影响，应瞄准年轻、家中负担人
数少、常住人口多、有村干部的农户群体，通过
开展宣传教育等多种形式的动员活动，由点带面
逐渐引导其他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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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Ｒ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Trust in Village Leaders on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Treat the Domestic Solid Wastes: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465 Households in Yunnan Province

ZHU Kai-ning1，2，GAO Qing1，2，JIN Le-shan1，2

(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193，China;

2． China Eco－compensation Policy Ｒesearch Center，Beijing 100193，China)

Abstract: Manageme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and related to the fundamental well － 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trust in villager leaders on households’willingness to treat the domestic solid wastes in a
way that is prescrib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study wa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465 households in
catchment areas of Yudong Ｒeservoir in Zhaotong，Yunnan Province． A Double Hurdle Model is employed in this
empirical study． The results show that 86． 9% of households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 treatment of domestic solid
wastes with an average willingness to pay of CNY45． 616 /year，which are fairly high． Household income and
trust in villager leaders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households’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reatment of domestic solid wastes． Trust in villager leaders has a reinforc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income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treatment of domestic solid wastes． More trust in villager
leaders by householders，more impacts the household income will have on household willingness to pay．
Moreover，person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ouseholder age，number of persons to afford in a
household，whether there is a village leader in the household，and number of persons in a household have effect
on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eatment scheme．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willingness to pay，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direction and
degree of influence of variables such as householder age，number of persons to afford in a household，whether
there is a village leader，and area． This shows that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and household payment have two
different mechanisms，and need to be treated differently to better understand rural households ＇ willingness．
Ｒealizing the reasonable coordination of economic factors with household income as the core and non－economic
factors with the trust in village leaders as the core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households ＇ participation in rural
domestic solid wastes management．

Key words: rural household income; trust in village leaders; rural domestic solid wastes; rural residential envi-
ronment; willingness to pay; Double Hurdl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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